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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龍瑛宗因戰前出席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而慘遭非議，雖然辯稱當時自己

在會上的發言如鸚鵡般照本宣科。戰時的帝國對文學者的政治性動員，對他們的

文學活動究竟有何影響？因此本文參照當時報章雜誌中有關第一次大東亞文學

者大會的報導、訪談和戰後參加者的回憶文，交叉比對，拼貼戰時殖民地作家龍

瑛宗如何參與其中，並說明此次訪日經驗對其個人文學經歷的意義。 

    在大會中龍瑛宗以外地代表作家的身分，被授予「大東亞共榮圈」的大纛。

返台後，積極出席在台各地的講演會、座談會等，參與戰時文化建設的論述議題，

並鼓吹戰時文化啟蒙的重要性。他在一連串的動員活動中終究以文學家的角色自

居，發言謹慎語多保留。最後，筆者檢視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理念之一「民族融

合」的議題，如何落實在虛構的小說文本中，透過在台作家的「越界」書寫而「大

東亞共榮圈」的虛妄性又如何被凸顯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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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龍瑛宗（1911-1999）在衡量個人的生涯規劃後，於 1942 年 1 月毅然決然辭

去台灣銀行的工作，自「荒涼」的花蓮返回島都台北，（龍瑛宗，1941）進入隸

屬台灣總督府的台灣日日新報社任職，重返台北文壇，同年 11 月以台灣作家代

表的身分出席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戰後隨筆中龍瑛宗對於戰前的帝都經驗多所追憶，但大多集中於第一次的獲

獎之旅，（王惠珍，2006：29-58）關於第二次日本之行卻鮮少提及或語多含糊。

如戰後初期他憶及：「幾年前我曾訪日走訪秋天的奈良，那東大寺、法隆寺的建

築樣式仍保存著唐代的建築到現在。」（龍瑛宗，1946）所謂的奈良之行，其實

是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結束後，1942 年 11 月 10 日接受大會招待夜宿奈良

飯店，隔日參加奈良市一日遊。文中輕描淡寫記載走訪奈良的見聞，關於參與大

會之事卻隻字未提。 

    戰後池田敏雄曾提到：「在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中張文環發表〈感謝從

軍作家〉、龍瑛宗發表〈感謝皇軍〉、西川滿發表〈以日語促進民族融合〉、濱田

隼雄發表〈下次大會在台舉行〉，各自發言。戰後為此議論紛紛，其中龍瑛宗卻

受到強烈的責難。」（池田敏雄，1981：90-102）劉文甫憶及：「事隔多年，我依

稀記得他曾告訴過我的兩件事。（中略）另一件事是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被

迫唸講稿〈感謝皇軍〉言論之事，儘管在殖民地體制的現實重壓下，無可奈何的

去順應當時的時代潮流。父親明確地告訴我，就是以此去指責他，也無話可說。」

（劉文甫，2000：87-93）可見，龍瑛宗由於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遭議，成為

他日後不願多談此事的原因之一。晚年他也自言：「皇民文學時期的台灣作家們

在決戰與皇民化的喧囂中，猶如京劇的小丑般，鼻尖塗白動作滑稽舞動，內心卻

暗自啜泣。」（龍瑛宗，1981：86-89） 

    龍瑛宗如其他國外的與會者一樣，來自殖民地或日帝的占領區。出席者的發

言內容被印製成文公開流通，歷史的烙印白紙黑字被保存著。當戰後追究社會責

任時，他們背負著歷史的重責苦於辯解。因此本文將試圖釐清龍瑛宗第二次訪日

出席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實況，並探討他的第二次帝都之行與日後戰時個

人言行反思之間的關係。 

    觀察大會的議程和活動可發現，與會的日本內地、中國、朝鮮、滿州等地的

出席者幾乎都是團進團出，無法與其它地域的代表有太多自由對話的空間和機

會。龍瑛宗返台後的作品中雖將「東洋精神」、「道義文化」、「八紘一宇」、「肇國

精神」、「亞洲合一」等官製的辭彙猶如護身符般頻繁使用，但卻不見陳述個別的

與會經驗，或與其他文學者的交流等的紀錄。遲至 80 年代後才逐漸在他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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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尋得他第二次訪日的片段。因此，本文將參照當時報章雜誌中有關第一回大

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報導、訪談和戰後參加者的回憶文，交叉比對，拼貼戰時殖民

地作家龍瑛宗如何參與其中？就其個人文學經歷而言，與會的實質意義何在？ 

    在大會中龍瑛宗以外地代表作家的身分，被授予「大東亞共榮圈」的大纛。

返台後，積極出席在台各地的講演會、座談會等，參予戰時文化建設的論述議題。

在一連串的動員活動中他究竟以何種角色自居？對其創作活動又有何影響？最

後，將檢視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理念之一「民族融合」的議題，如何落實在虛構

的小說文本中，「大東亞共榮圈」的虛妄性又如何被凸顯而出？ 

二、 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實況 

（一） 主辦團體日本文學報國會 

    在 1941 年 12 月 8 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12 月 24 日午後 1 點在大政翼贊

會會議室召開文學者愛國者大會。根據這次會議的決議，訂定團結文學者實現強

而有力的組織。由於其中部份的組織原為直接隸屬大政翼贊文化部，因而文化部

長岸田國士（1890-1954）與部內同仁小場瀨卓三等人協議，另創新的文學團體。

1942 年主要在情報局第五部（文化部）第三課（文藝課）的管轄之下，推動文

壇、學界團結的組織化，在社團法人的認可下，由身為官方監督的情報局出資成

立外圍團體，依國家的要求，致力於全面宣傳國策，以協助國策的實施與實踐，

為此一公益法人的目的。（平野謙，1977：424）組織主要根據文體分成八個部門，

各自舉行獨自的活動。會長德富蘇峰（1863-1957）、事務局長由久米正雄

（1891-1952）擔任。該會主要的業務在於舉行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和文藝報國運

動演講等，並選定「國民座右銘」、「愛國百人一首」等。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分別

於 1942 年 11 月、1943 年 8 月於東京，第三次於 1943 年 1 月在南京舉行。根據

《朝日新聞》第一回參加者中日本代表 57 名（含台灣、朝鮮 9 名）、與會者 74
名，滿、蒙、華 21 名。第二回參加者中日本代表 99 名（含台灣、朝鮮 9 名，亦

有報導 101 名），滿、蒙、華 26 名。第三次參加者中日本代表 14 名（含朝鮮 1
名），滿、蒙、華代表 54 名。第一回大會台灣出席代表為西川滿、濱田隼雄、張

文環、龍瑛宗四位，第二次大會則由齋藤勇、長崎浩、周金波、楊雲萍四位代表。

（尾崎秀樹，1991：2-57） 

（二） 台灣代表們的產生和出席意義 

    以下將探討台灣島內的四位代表的產生方式及其出席意義。此次訪日之行又

帶給龍瑛宗怎樣不同的文學經歷呢？    

    在《台灣日日新報》（1942 年 9 月 3 日）最先公佈由張文環、龍瑛宗、西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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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濱田隼雄四人代表台灣出席文學者大會的消息。1在日的《日本學藝新聞》

（1942 年 11 月 1 日）上詳載四人的學經歷。從介紹內容可知，除了龍瑛宗之外，

其他三位皆為臺灣文藝家協會理事。龍瑛宗、西川滿、濱田隼雄三人為《文藝臺

灣》主要的成員。張文環為《臺灣文學》主編，在台灣新文學運動中經驗豐富。

從個人學歷與文壇資歷觀之，龍瑛宗皆不及其他三人，但由於他曾是《改造》懸

賞創作獎得主，並有多篇作品刊載於內地雜誌上，因而在內地文壇是較具知名度

者。 

    中村哲認為在當時的台灣作家中這四人的作品最為醒目，（中村哲，1942：

2-6）中山侑則認為台灣文壇中可以寫小說的作家只有這四位。（鹿子木龍，1942）

可見，他們的創作實績是他們被拔擢代表台灣文壇出席大會的重要理由之一。總

督府情報課在諮詢台北帝大教授們，綜合考量他們在台灣文壇所扮演的角色、文

學經歷、創作活動等之後欽定的這四位人選。2 

至於四人代表台灣出席大會的意義，矢野峰人認為：「本來只不過是存在於

地方的本島文學，由於得到中央的認可而成為日本的文學，除此之外，還一躍得

以與鄰邦接觸。」「台灣代表已經不單單是一地方的代表，也非以往『外地』一

詞所代表的特殊地域，而是相對於外國代表受到作為日本代表的一員的待遇。這

對台灣文學界而言是件意想不到該慶幸的光榮之事，同時，今後為了不讓這榮光

與期待落空，意味著將負起更大的責任。」（矢野峰人，1942：6-9）出席大會對

於在台日人作家而言或許是「意想不到該慶幸的光榮」，但是對本島作家而言，

應該無法天真地接受這樣的光榮吧！當局讓他們出席會議不外是想利用他們的

身分提高宣傳效果和確保大會的正當性。亦即大會授與他們「大東亞共榮圈」的

大纛，希望他們返回殖民地克盡動員我族的任務。 

在大會中朝鮮、台灣代表被視為日本外地代表，較日本、中國、滿洲低一個

層級，春山行夫認為朝鮮、台灣代表的出席意味著，日本的文學界涵括朝鮮、台

灣，除了表示該地域的文學已達某種高度之外，也意味著現代日本文學的規模非

得擴及至此不可。（春山行夫，1942）一戶務則認為今後應借力支援這些地方（朝

鮮、台灣、滿洲國）的文藝，非讓日本文化的優點和地方文藝的優點交融不可。

（一戶務，1942）由此可知，台灣代表是在大政翼贊運動重視地方文化的政策基

調下，以「外地文藝」代表者的身分出席大東亞文學會議。 

                                                 
1〈大東亜の文藝復興へ 十一月上旬 大東亜文学會議開く〉、〈臺灣代表候補に張、龍兩氏 抱

負と決意を交々語る〉兩篇報導。在日本内地則於《日本學藝新聞》第 138 號（1942 年）的〈藝

術と信愛の大交歡“大東亞文學者會議＂今秋開催〉記事中首次公開四位台灣代表的名字。（作

者未注明，1942a、1942b、1942c） 
2 訪談記錄，受訪者：西川滿，訪問者：川村湊。「西川先生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昭和 17 
年）您出席了吧。」「是的，我和濱田隼雄、張文環、龍瑛宗四位代表。人選是情報課和台北帝大

教授們商量後所決定的。」（作者未注明，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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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代表四人於 1942 年 10 月 22 日從基隆港出發，3在下關登陸，期間為避

開美國潛水艇的攻擊而採迂迴航線，半夜甚至還在唐津港靠岸。（龍瑛宗，1981：

86-89）10 月 27 日早上抵達東京車站。受到文學報國會的事業課課長福澤孫三、

草川季雄、學藝新聞社編輯高橋亞夫等人與文藝臺灣東京分社人員的歡迎，並進

住第一飯店，（作者未注明，1942f）隨後接受日本學藝新聞社專訪。 

（三） 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當時任職於日本文學報國會事業部企劃課的巖谷大四，憶及第一回大東亞文

學者大會：「事業部本年度最大的企劃案即是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這是久米先前

在腦海中所描繪出來的企劃案。當時如破竹之勢席捲日本，邀集大東亞共榮圈各

地區的代表文學者三十名到東京來，讓他們認識日本文化的真正面貌，企圖促進

共榮圈的文化交流，以資建設新的東洋文化。」（巖谷大四，1958：29-30）在日

舉辦「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消息隨即以「大東亞文藝復興／藝術和信愛的大交

歡 “大東亞文學者會議” 今秋舉辦」的標題刊載於 1942 年 9 月 1 日的《日本學

藝新聞》上並揭示「大東亞戰爭之際深具國際性意義的計畫中，預定與會的人有

來自滿洲國、法領印度支那、印度尼西亞、緬甸、菲律賓等六國的文學者代表約

有三十名，由於藝術與信愛強而有力的聯歡，讓他們認識日本文化的真貌，皇道

永遠不變的真理，一起示誓建設新東洋的文化。」但南洋諸國代表以準備不周為

由而缺席。最後，與會者有滿洲國的古丁、爵青、バイコフ、山田清三郎、小松、

吳瑛等五位，中華民國代表則有錢稻孫、沈啟旡、尤炳肵、張我軍、周化人、許

錫慶、丁西林、潘序租、柳雨生、周毓英、龔持平、草野心平等十二位，蒙古則

有小池秋洋、和正華、恭佈札布，其他所謂的「本邦外地代表」則有朝鮮的香山

光郎、芳村香道、俞鎮午、寺田瑛、辛島驍五位，台灣西川滿、濱田隼雄、張文

環、龍瑛宗四位。（日本文學報國會編，1943） 

    關於議會議程、旨趣、出席者（大會議員、大會與會議員）皆詳細刊載於《日

本學藝新聞》第 143 號（1942 年 11 月 15 日）上，大會分兩天討論四大主題「大

東亞文學精神的樹立」（11 月 4 日上午）、「其精神的強化普及」（4 日下午）、「以

文學促進民族國家間思想和文化融合的方法」（5 日上午）、「透過文學達成大東

亞戰爭的策略」（5 日下午）邀請各方代表發言。採行主席菊池寬點名的發言方

式，各代表針對各自負責的主題在十分鐘內，簡潔表述意見。河田徹太郎回想當

時的情景：「文學家的集會與政治家不同，並不意圖有直接具體的決議和一致的

形式性意見，因而言不由衷，盡說些無關緊要的場面話。」「最初我們最擔心的

是，如果我們的國家目的與他們的立場有歧異。滿洲方面大致上沒問題，但對未

                                                 
3 1942 年 11 月太平洋戰爭如火如荼地展開，船隻的航路和時刻表未被公開報導，所以他們離台

的確切時間不得而知。但從呂赫若的『當用日記』可知昭和 17 年 10 月 20 日「到文環家，他因

上京而忙亂。因為他將以台灣代表的身分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21 日「替文環餞別，祝他旅

途平安」、22 日「張文環氏今早出發，未能送行。」可見他們應於 22 日出發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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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戰的中華方面其不顧顏面而來的動向，最為警戒。在此種情況下中國人的傲慢

和之後可能對政治立場產生的影響等感到擔憂。」（河上徹太郎，1943：56-61）

可見，日本主辦當局對於中國與會者的態度和影響顧忌甚多，但為了邀集他們背

書為「大東亞共榮圈」的理念背書，又非得讓他們發言不可。 

    1942 年 11 月 1 日下午 4 點日本代表在東京車站集合，與 45 分抵達的中華、

滿洲、蒙古、朝鮮一行人會合，奉拜宮城。其中的山田清三郎記錄著當時景象： 

日本文學報國會事務局長久米正雄為首，多位出來迎接的人隨即分乘

兩部汽車，在瀰漫雨霧之中駛向二重橋前，讓他們躬腰敬禮。 

對此我很生氣，身為一位日本人感到羞對其他民族的文學者。但結束

後又再度乘坐汽車，這次將他們載到明治神宮，在表參道有些昏暗的

森林中停車，雨也停了，但卻讓他們邊被從樹上滴落的雨滴滴著，邊

參拜明治神宮。無論如何都該將他們領到宿舍慰勞長途之旅，這又是

個無情的行為。在此處最能看出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性格。 

對於日本文學報國會的主辦單位要出席者參拜宮城、明治神宮之舉，

朝鮮作家最為醒目，恭敬合手禮拜。這時一行人當中只有張我軍轉向

別處不行禮，印象深刻。（山田清三郎，1957：126） 

    可見與會者完全在主辦者的要求下被動地配合，大會議程雖只有兩天，「為

了讓他們認識我國國體的尊嚴和皇國文化高邁的真正姿態，親自了解在大東亞戰

爭進行中，我國國民生活在心理和物質上毫無動搖的實情與實力，以致於挺身協

助達到大東亞戰爭的目的。」因此，議程安排了許多參訪、演講、座談會等活動。

（作者未注明，1942e）為了招待文學者們主辦單位「包下列車車廂，全員搭乘

免費巴士出訪，旅館住最好的房間吃特別的料理。在當時已是食物不足的配給年

代，卻因特別配給旅館方面最為開心。」（巖谷大四，1958：31）與會的一行人

在 11 月 3 日開幕式之後，到 9 日為止都待在東京，期間前往霞浦、土浦的航空

隊、文展、帝室博物館、東京大學、文理科大學、東寶拍片場、各新聞社等地學

習參訪，並接受新聞社和雜誌社的宴請，因而幾乎毫無自由活動的時間。為此日

方的大會議員川路柳虹對這樣的議程提出了批評，直言：「他們的來訪肩負討論

大東亞的文學的使命而來，而非一般的觀光客，本來就不必盛宴款待的，也不必

安排參訪活動以待。至今是否仍只按照迎賓形式而已的缺陷可略為思考。由於與

會的主要人物經常共同行動，而雙方也有幸親近會談，但希望有更多輕鬆愉快的

聚會。」（川路柳虹，1942）可見，在官方的運作之下，與會者以東京參訪者的

身分，在一連串的設計活動中參與配合「演出」。 

    會中台灣代表的提案內容由西川滿事先統整擬定「企求日華滿文藝的交

流」、「設立文學獎」、「普及日語」等七項提案後，再以快件送往事務局。（作者

未注明，1942d）可見台灣的與會者並無直接提案發言自主權，仍得接受當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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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論篩檢。11 月 4 日的〈日記〉：「晚上在嵯峨野由改造社招待，我們四位也一

起出席。在座由於與大會的副議長河上徹太郎氏事先商量，明天西川滿關於日滿

華文化交流的預備提案發言變更為，從台灣的立場談日語問題。」可知事前所準

備的發言，因會場氣氛之需而遭更迭。龍瑛宗自道：「大會當天的早上，『請你以

台灣代表身分發言，這裡有發言稿』。遞給我原稿的人我一時想不起來。我如鸚

鵡學舌只是照本宣科。」（龍瑛宗，1981）可見，與會者的發言內容是受到限制

的，顯然他們出席的宣示性意義似乎大於發言本身。在滿左翼日本文學者山田清

三郎對於自己的發言自道：「雖然知道那是基於討論建設『大東亞文學』的名目

之下，即是讓大東亞共榮圈的文學者協助日本戰爭為目的的大會，我如魁儡般舞

動，並不硬想拒絕。」（山田清三郎，1957：126）可見，出席者無論是否出於自

願，但都無法逃脫時代對文學者的邀請。大會會長菊池寬雖期勉與會者「這場會

議是我們文學者跨國的朋友同志、志同道合者的會議，有別於外交官會議，因而

禮儀什麼的不必拘泥。我們只要展現出對樹立大東亞共榮的熱情與信念，其中表

現得一團和氣即可。」但是，對被動員的一方而言，卻如「魁儡般舞動」、「鸚鵡

學舌」，會中究竟有幾人由衷抒發己見，實在令人存疑。 

（四） 發言內容及其會後活動 

    台灣代表和各地與會代表的發言內容全文皆登於《日本學藝新聞》第 143 號

（1942 年 11 月 15 日）中，而島內的文藝雜誌《文藝臺灣》（5：3）和《臺灣文

學》（3：1），就台灣代表的發言內容加上標題，編製為「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特輯」，

全文刊載於〈大東亞文學者速記抄〉中，其內容與《日本學藝新聞》記事一致。 

    龍瑛宗與張文環發言內容甚為簡短。龍直接援引「感謝皇軍」、「融合」等官

方制式性用語，張表示由衷感謝皇軍並贊成派遣從軍作家案。相較之下，西川和

濱田的發言較為積極，希望利用此機會介紹台灣外地現況讚揚「大東亞精神」，

並對日本文學報國會的活動表現熱烈支持的態度。 

    議程結束後，大會安排與會者進行一些參訪活動，參觀霞浦及土浦海軍航空

隊、東京帝國大學、講談社、東寶拍片場等地。11 月 6 日在前往霞浦海軍航空

隊時，龍瑛宗與宇野浩二對坐，和菊池寬、宇野千代等知名作家同車，關於當時

的對話情景，在他晚年的回憶文中卻仍被津津樂道，4擔任大會議長的菊池寬

（1888-1948）是當時文壇的泰斗，而戰時的宇野浩二雖對當時的權力路線表面

上表示協力，實際上卻顯得毫不關心，此種態度可視為戰時下文學者的模範。（辻

                                                 
4 龍瑛宗的晚年回憶：「憶起昭和十九年（民國 23 年），赴霞浦的車廂裏，我與宇野對坐，同時

還坐著菊池寬、宇野千代等有名作家。宇野聽説我從台灣來，便問台灣的種種情形。宇野還説，

雖然他從來沒有到過台灣，但他發表寫過台灣的故事。」（龍瑛宗，1983：178-184）「後來，做夢

也沒有想到，我竟有機會碰到這些有名的日本作家。與菊池寬會晤時，他告訴我：説你的文章讀

過了。又碰到了久米正雄時，他説你的事情有人給我説過。宇野浩二告訴我：雖然我沒有到過台

灣，但把台灣地方做題材，寫過文章。」（龍瑛宗，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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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三郎，1979：366）面對戰爭協力態度迥異的作家，龍瑛宗可否洞見他們對戰

爭的歧異態度，則不得而知，但與名作家同席而坐的經驗是他所珍視的經歷。 

    7 日的晚上濱田參加《滿洲新聞》的座談會，西川出席詩人們在京花亭的聚

餐，龍瑛宗與張文環則出席於日比谷法曹會館所舉行的「大東亞戰爭與在京台灣

留學生動向」的座談會，會中龍瑛宗的發言紀錄僅見，王育霖（東大法學部）問

到：「除了文學、評論、讓一般大眾讀的評論之外，還有其他必讀的嗎？」他回

應說：「還有日本古典研究、古代日本文學研究。」一語，相較於張文環在會場

上的能言善道，龍的存在感顯得很薄弱，同時亦未見與留學生有其它的互動。 

    9 日之後國外代表一行人轉往關西參訪，11 日的奈良參訪活動中龍瑛宗與中

國代表曾有短暫交流，他回憶到： 

我與張我軍先生的第一次晤面，是民國三十一年的深秋。經張文環兄

的介紹才認識，但地點是在於東京或大阪倒忘了，他以華北文學者的

身分，參加在東京舉行的文學者會議，然後一同赴京都、奈良、大阪

等地。那個時候，我也看過了北京大學的錢稻孫先生，他研究日本文

學，尤其是對於《萬葉集》的造詣頗深，到了奈良公園，他仔細觀察

公園裏的植物，印證《萬葉集》所出的植物。第一次接觸祖國文學者

的風采，覺得確實是和藹可親的學人，雖然他的日本話非常流利，但

公式場面發言時卻以中國語發表，給我深刻印象。（龍瑛宗，1980） 

戰後龍瑛宗自 1950 年至 1955 年與返台的張我軍，因編輯合作金庫刊物《合

作界》而相識共事，並成為至交，（龍瑛宗，1988）他的〈最初的農倉調查——
我的台銀時代序章〉（1950）一文，即是張我軍代為翻譯的譯作。 

    日本文學報國會為宣傳「大東亞共榮圈」的理念，動員中國、滿洲、日本殖

民地等區域的作家，讓他們在公開場合發言，為此理念提供其正當性。同時，為

了讓他們體認日本的現代化進程和傳統的歷史文化，而安排各種參訪活動。為與

歐美「殖民地」體制作出區別，而將台灣、朝鮮以日帝的「地方」稱之，因此台

灣代表四人得以台灣地方文壇代表的身分出席在帝都東京舉辦的第一回大東亞

文學者大會。與會發言是事前準備的內容，在會中照本宣科，會後雖遭受非議，

但在此文學者聚會中，同時，提供他觀察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文壇動向的機

會，並引發他思考戰爭對文化、歷史的意義與影響。 

    龍瑛宗出席會議對個人的實質意義，在於與島內作家的交流和私人性的拜會

活動。台灣代表抵日後，濱田回故鄉仙台，西川滿住在白目直至 11 月 1 日大會

開幕之前才與台灣作家會合。5張文環與他因同寢共食前往銀座閒逛，因而有機

                                                 
5 西川滿出席第一次大東亞大會時的個人活動，可參見〈紙人豆馬〉一文。（西川滿，1942：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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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化解彼此的誤會與心結，返台後龍瑛宗將稿件寄至《臺灣文學》。6另外，因廣

津和郎於 1940 年曾邀真杉靜枝訪台，他們訪台期間龍瑛宗曾作陪，（龍瑛宗，

1983）因此在這次訪日期間，真杉靜枝也邀他拜訪廣津，關於大會的官方行程、

活動等在他戰後的記憶中似乎被選擇性地遺忘，只留下與文學者互動的經驗談。 

龍瑛宗的第二次訪日經驗與 1937 年第一次訪日經驗相較，（王惠珍，2006：

29-58）所停留的時間同樣是一個月左右，但行程卻相去甚多。就時間點而言，

第一次是在中日戰爭爆發前，第二次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一年後，因此他的帝都經

驗與戰火密不可分。就訪日身分而言，第一次是以改造懸賞作品獲獎者的身分，

接受文學桂冠進入文壇；第二次是以台灣文學者代表的身分，以宣傳「大東亞共

榮圈」的理念為任務。其活動範圍，第一次在友人的帶領下在近代化的東京都內

及附近的觀光勝地進行私人性參訪活動；第二次則是在文學報國會的安排下進行

團體式的參訪活動，並至奈良觀光。文學者間的交流活動，第一次透過改造社、

文藝首都社的保高德藏等人的介紹，與文壇的知名作家阿部知二、森山啟等人見

面，直接進行交流。第二次則在真杉靜枝的介紹下和廣津和郎再會，並在大會參

訪移動過程中與菊池寬、宇野浩二等人有過簡單的對話，並與其他中國文學者亦

有短暫的接觸。和朝鮮作家的交流，第一次出發前他曾寫信給張赫宙，但因張返

朝，所以未能見面；第二次行程中雖多與朝鮮作家同行，但卻未見他們有私下的

交流活動。訪日時與在日台籍人士的互動情況，第一次因為領獎之旅，大都單獨

行動，但在同鄉的留日學生帶領下與其它留日學生有所互動，並與楊逵進行對

談。第二次的訪日則與張文環的誤會冰釋，並參加在京留學生座談會，並未有太

多私人性的交流活動。關於歸台後的活動，第一次返台後台灣文壇因中日戰爭爆

發，新聞雜誌的漢文欄廢止，使得台灣文壇顯得蕭條寂寥，因此他只能將多數的

稿件寄往日本文壇爭取發表機會，但第二次訪日返台後，因扮演動員戰爭協力的

角色，因而在島內積極參於許多文化活動，其具體活動內容，留待下文說明。這

兩次的訪日經驗對未能留日的龍瑛宗個人而言，是難得的帝都經驗，只是第二次

訪日之旅因蒙上著「戰爭協力者」的陰影，因而戰後他關於第二次帝都之行的追

憶，欲言又止而顯得隱晦而複雜。  

三、 動員與被動員：返台後龍瑛宗的文學活動 

    1937 年 4 月以作家身份初登場至 1945 年 8 月日本敗戰為止，龍瑛宗總計出

席約 15 場座談會、會議、演講。7其中，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行前後的座

談會與演講等，共計 11 場次。本節將依據龍瑛宗在這 11 場次的發言紀錄，依時

序考察他在官方動員下如何協力從事戰爭宣傳，在公共論述空間裡如何闡述文化

                                                 
6 「當時，我與張文環之間，有些誤會。爾後，我們共赴東京，夜宿新橋旅舍。膽大地溝通結果，

我們的芥蒂也消除了。」（龍瑛宗，1987：58-60） 
7 請參閱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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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戰爭的關係？ 

（一） 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前後的座談會發言內容 

    以下試就龍瑛宗在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前後的發言內容進行歸納整理。 

    1942 年 10 月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開幕前，臺灣藝術社在台舉行「台灣代表作

家——文藝座談會」，（龍瑛宗，1942：8-11）與會者為台灣代表張文環、濱田隼

雄、西川滿、龍瑛宗四人。會中他們針對台灣文學的現狀與希望、在台灣有前途

的作家、衷心景仰的作家及其理由、台灣的文化運動和文藝家等議題各抒己見。

關於「台灣文學的現狀與希望」龍瑛宗認為「年輕的世代——二十幾到三十幾歲

的文學者很少……。」雖然文壇欠缺文學青年層，但他認為「台灣目前也可是說

是趨向文化方面，因此我對將來抱著相當樂觀的希望，一定會出現具備才能的作

家。現在從事所謂文學的人不多，事實上是一種過渡期，如能渡過，一定會出現。」

（筆者註：青年作家）在台有前途的作家，他則認為呂赫若「在《文學評論》發

表的〈牛車〉很不錯，他寫作的經歷很久，出發的狀況也很不錯，但是他到最近

努力的軌跡未被認可，實在遺憾。」而「名和先生（名和榮一）有些地方太過老

練，這一點需要警惕。」關於文學閱讀感想他說到：「這一個月的《中央公論》

刊載的石川玄一郎之作〈精神病學教室〉，讀後十分感動。內地作家那麼用功，

那麼認真學習，很值得我們台灣作家參考。雖然調查的事情很醒目，但是可預見

的，今後日本文學與其說會走向私小說，不如說會趨向客觀性文學，這是日本文

學的一大發展趨勢。」「說起梅里美，一般都會提到〈卡門〉。但是梅里美的作品

之中還是〈哥倫巴〉最好。」「〈馬帝奧‧法魯可尼〉也不錯，這同樣的題材福樓

拜也寫過，以作品來說，梅里美比較優秀。」至於「衷心景仰的作家和其理由」，

他自道：「少年的時候是屠格涅夫，再來是果戈里，最近是左拉，這些是我所注

目的。」最後，他認為「文藝家的任務，就在於不斷地寫好作品，努力於啟蒙運

動亦是很重要的。」可知，台灣文壇後繼者的出現與戰時文化啟蒙運動是他所關

注的。 

    龍瑛宗在 1942 年 11 月 4 日的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曾有過以「感謝皇軍」

為要旨的發言，其內容部份省略後轉載於《文藝臺灣》（5：3）及《臺灣文學》

（3：1）。相較於上述「大東亞戰爭和東京台灣學生的動向」座談會上的寥寥數

語，返台後龍瑛宗的發言內容則增加不少，因此以下將考察探討龍瑛宗返台後的

發言實況。 

    返台後，1942 年 12 月 2 日臺灣文藝家協會於臺北市公會堂舉辦「大東亞文

藝演講」，會中龍瑛宗表示「能參與文學者大會非常感動」，但具體的發言內容則

未記錄。而〈劃時代的文藝演講〉（作者未注明，1942d：38-39）見：「張文環與

龍瑛宗氏分別從各自不同的觀點，道出對文學者大會的感動，以本島作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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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今後應該活動的領域表示己見」的記錄。（作者未注明，1942e：26-27） 

    此外，龍瑛宗以參加文學者大會的經驗為基礎，分別撰寫〈新文化的建設〉

（《文藝臺灣》5：3）、〈獲得可喜的成就〉（《臺灣藝術》4：1）、〈道義文化的優

越位置〉（《臺灣文學》3：1）三篇文章。檢視其內容可歸納下述的三點特徵：首

先是頻繁引用情報課、軍方新聞部門與會者的發言。如情報課次長奧村喜河郎宣

傳「亞細亞是一體的」理念之發言內容（引用兩次）、陸軍新聞部長谷萩那華雄

及海軍新聞部課長平出英夫的發言內容、〈大會宣言〉（各一次），原文未改直接

援引至三篇文章裡；第二個特徵是反覆提及「八紘一宇 」的精神，如「全亞細

亞的作家，在文化的部門上非宣揚八紘一宇之精神不可」、「我們的道義文化，在

日本是八紘一宇的精神，在支那是四海兄弟的精神 」等話語；第三個特徵是強

調「新」。文學者大會期間，大東亞大臣青木一男致詞表示「為了保衛大東亞進

而確立新秩序的戰爭，除了以堅持到底的軍事力量來粉碎英美的非分之想，也勢

必同時推動另一面的政治、經濟、文化諸領域之建設大業，非更加充實強化保衛

東亞的實力不可」，谷萩那華雄對與會的文學者，主張以大東亞共榮圈為唯一目

標的「新思想文化建設」之必要性。龍瑛宗呼應上述論調，呼籲作家當「宣傳新

亞細亞文化的復興」、「當成為亞細亞新文化之戰士」、「必須創造樹立新的東洋文

化」。可見，透過戰時的文字宣傳，確實提供讀者對東亞「新」文化的想像。 

 總而言之，這三篇文章是身為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台灣代表的龍瑛宗為

了達成宣傳「大東亞共榮圈」理念的任務，針對台灣島內的讀者所撰寫所謂「符

合時局」的文章，尚且不論與會的龍瑛宗當時的實際感受為何，或許如出席第二

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楊雲萍所言「出席本次大會，我感受最深的事件之一，是

世人對於文學、文學作家的期許與寄望竟然如許之深 。」（楊雲萍，1943）因戰

爭動員之需，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文學者的存在感不斷被催化膨脹，藉此

機會他趁勢鼓吹「一般人對文化這種東西要有理解，一定得從台灣推出有才能的

人」、「表現出更好的人品和學養俱佳的才幹，為台灣、台灣文化彰顯光耀的南方

文化的真價」（〈道義文化の優位〉）並抱以「熾烈的希望」。在此，他除了順應決

戰時期的文化政策之外，其內在企求提昇台灣文化的願望，亦被不斷地鼓動著。 

 此外，同年 12 月 15 日的「大東亞文藝演講」之旅，他在台中教化會館進行

演講。此次未見演講記錄，發言內容不詳，只在〈演講旅行〉被記上「龍君亦談

及文學論」一筆，（西川滿，1943：38）可見，他除了文學以外不喜多言的一貫

謹慎態度。 

（二） 其他座談會的與會、發言狀況 

    以下探討返台後，龍瑛宗參與和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相關座談會以外的

發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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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 年 12 月，臺灣藝術社舉辦了「中村哲與龍瑛宗對談會」，（作者未注明，

1943：8-12）會中台北帝大教授中村哲與龍瑛宗針對與台灣文學相關的種種問題

交換意見，以下歸納整理龍瑛宗的發言重點。 

    龍瑛宗認為台灣文壇欠缺專業評論家，其中的原因他認為「評論家和作家相

較，因為工作知名度低，收入又有限，亦是原因之一。即使是中央文壇，能夠以

當評論家維生的，大概也只有青野季吉先生一人吧。其他的狀況全都是另有兼

職，一面維持生計，一面進行評論。因此在台灣要以評論家維生，尚有漫長之路

要走。」「當然，那種業餘的評論家是有必要的，而對專業評論家也抱有很大的

期待。但是，先得有作品，然後才有評論。創作活動活絡的同時，好的批評也會

接二連三地出來。現在，竹村猛先生等人都有值得一聽的評論。沒有好的評論，

對作家來說是一種不幸。作家也因而容易掉入各式各樣的陷阱中。」文壇欠缺評

論人才的憂慮，是龍瑛宗經常提起的問題，認為「島內欠缺理解純文學讀者」。

關於文學的世界性問題，他則期待在台灣能出現世界性、普遍性的文學，而不只

是東洋的文學或侷限於台灣的文學。而在文學當中追求特殊性，都是因報章雜誌

的商業主義在作祟。同時，他認為《文藝臺灣》和《臺灣文學》的並存，對全台

灣文學界的發展是有其裨益的。並主張作家本該就得有孤高靈魂，但並不意味著

因孤高而與社會絕緣。中村認為「台灣的文學好像欠缺了內省性的東西。想要向

人炫耀的作品很多。這不只在文學上，在美術方面也有這樣的情形。」他則回應：

「文學乃應該是出自於自我的內省。因此，就日本的私小說對日本文學而言，決

非是無用的存在。只不過我以為，從私小說到寫正式的小說、客觀的小說才是文

學的正道。總而言之，私小說是達到客觀小說之前的一個過程。欠缺自我的確立，

是建立不出客觀性的東西的」。關於外地文化，他則認為外地文化的基礎尚未穩

固，因此在建立外地文化方面，台灣應該需要更多對文化全體的啟蒙運動。至於

文壇後繼無人的問題，他自覺本人亦有其責任，並且期待歸國留學生能投入推動

台灣文化的工作。而文化是需要時間的累積的，因為非一朝一夕可成，問題在於

得認真地孜孜不倦地建設下去的努力。關於台灣文學的動向，他認為「現在的台

灣文學仍非真正的文學，因此回到最單純的問題，應探求更文學根源性和文學原

理方面的問題，如我們為什麼要從事文學工作？」另外他論及評論與小說不同，

小說的主體是感性，評論則需要憑藉學養與知性系統來進行，並期待楊逵、呂赫

若的新作和新人作家的出現。 

    總之，在這場文學座談中龍瑛宗與中村哲的對話中可歸納以下幾項他所關注

的面向，如台灣文化界正式的評論家的闕如、缺少新人作家及文壇後繼無人的憂

心、戰時文化提升與啟蒙的重要性。由於當局對地方文化的關注，他藉著出席文

藝性的聚會而大肆呼籲期待「新人奮起」和文藝「批評振興」，「與其叫囂台灣文

化貧困，不如以文化之鋤與鍬發掘、耕耘這貧困幼稚的未開拓之地。（龍瑛宗，

1941b：106-107）期待「提昇這塊土地文化的文學」，（龍瑛宗，1941c）出現「台

灣的新文化」的創作。（龍瑛宗，1941d）這樣的遠景在他同時期的隨筆、評論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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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地反覆出現。除此之外，曾積極投稿至中央文壇的他很清楚地意識到日本新聞

雜誌的商業主義為了滿足讀者獵奇與異國想像，而對台灣的奇風異俗成特殊題材

感興趣，但對殖民地作家而言，書寫被殖民者的現實處境和提升台灣文學的世界

性卻才是他著眼的重點。 

 1941 年 1 月文藝臺灣社「為了台灣文學的榮光與發展」，設置了台灣最早的

文藝獎「文藝臺灣賞」。龍瑛宗擔當第二屆（1942 年）及第三屆（1943 年）的評

審工作，他在第三屆評審座談會中對八篇參選作品一一進行短評，最後由大和原

光廣的〈轉動〉獲獎。他談到：「我不是特別要提拔作者。不過，這是部令人喜

愛的作品。雖然作品並非沒有破綻，希望作者能培養出更充滿熱情的作家精神。」

（龍瑛宗等，1943：49-50）關於其他作品的評語，僅止於表達對作品之意見，

而未嘗多言。 

    1943 年 11 月 13 日台灣文學奉公會受總督府情報課、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

及日本文學報國會的後援會之邀，在台北公會堂舉辦「台灣決戰文學會議」，（村

田義清、神川清記錄，1943：32-38）議題為「本島文學決戰態勢的確立、文學

者的戰爭協力及其理念與實踐方針」，在此會議記錄上只見龍瑛宗簡短地陳述：

「提出以文學顯現八紘一宇，結果即是融合的文學，在創作偉大的文學之前有必

要嚴格地自我鍛鍊。」可見，他仍未自我表態，依舊援引「八紘一宇」、「融合文

學」官製語彙作為表態之詞。 

    林房雄以報導班的身分於 1943 年 10 月起至 1944 年 4 月為撰寫《二十年後

的大東亞》的資料取材，到南方各地視察。他返國的途中順道來台進行環島旅行。
8龍瑛宗應臺灣藝術社之邀與林房雄進行對談，根據會議記錄可知，他為善盡訪

問者之責，拋出如「對台灣的印象如何」、「過去的文化人」、「東亞諸民族的共同

命運」、「南方的文學活動」等問題，但他個人並不陳述己見，以便讓林房雄有更

多的發言空間。 

    由於戰時新聞統合的關係在台六大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台北）、《興南新

聞》（台北）、《台灣日報》（台南）、《東台灣新報》（花蓮）、《台灣新聞》（台中）、

《高雄新報》合併成為台灣唯一的報紙《台灣新報》，為強化報社陣容於 1944 年

5 月聘請《大阪每日新聞》副社長兼主筆伊藤金次郎（1892-1964）來台。到任之

際，由臺灣藝術社主辦此場座談會。出席者包括濱田隼雄、張文環、龍瑛宗、中

村哲（台北帝大教授）、植田富士太郎（台灣時報編輯長）、黃得時等人。會場上

龍瑛宗只就伊藤「大稻埕的國語普及率如何？」回應說：「全島觀之，大稻埕的

國語普及率最好，因處都會地教育較為普及……。」並請教伊藤「大東亞戰爭爆

                                                 
8 相關報導可見 1944 年 4 月 9 日，〈南方より還りて 文壇の雄・林房雄氏は語る〉，《臺灣新報》

（南部版）；1944 年 4 月 16 日，〈赤嵌樓上に立ちて 林房雄氏來南感想を語る〉，《臺灣新報》；

以及林房雄，1944 年 6 月 7、9、10 日，〈臺灣隨想〉（上）、（中）、（下），《臺灣新報》（南部版）

連載。（作者未注明，1944a、1944b；林房雄，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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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後，內地的文化人因而大受影響，關於文化人的動向……。」與會者中龍瑛宗

的發言相當簡短。 

    台灣總督府情報課為回應「台灣文學界總崛起」的呼籲，派遣作家 13 名前

往台灣各地，以一週的時間觀察描寫台灣島內中勇於戰鬥，提升戰力的島民實

況，以資啟發島民。於 1944 年 7 月 13 日舉行「從軍作家座談會」，座談會紀錄

連載於《台灣新報》（7 月 16-26 日）。龍瑛宗被派遣至高雄海軍團，以此參觀經

驗撰寫小說〈年輕的海〉（《旬刊台新》1：4）、隨筆〈戰時下的文學〉（《臺灣文

藝》1：4）。在此座談會上他以派遣作家身份觀察高雄海兵團的軍隊，據實地指

出水兵的日語問題與游泳技術有待精進的必要。 

    要言之，龍瑛宗以台灣文學者代表的身分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前後參加

各式各樣的座談會。但他並不太參與文學以外話題的討論，會中的發言也不甚積

極。若是被指名發言，則沿用「八紘一宇」、「融合文學」等官製詞彙作為表述話

語，特別在「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與「台灣決戰文學會議」等。相較於此，

若是座談會中出現與文學相關的議題時，他才會主動具體表述，如「台灣代表性

作家文藝座談會」、「中村哲與龍瑛宗對談」的發言情況。 

    由於 1940 年 10 月大政翼贊運動的地方振興案的推動，台灣文壇渡過文學之

夜逐漸恢復活力。進入太平洋戰爭後，當局為動員台灣島民而積極動員殖民地作

家投入戰爭書寫和協助戰事宣傳。台灣總督府透過各式各樣的文化組織的設立，

以整合台灣文化人。1943 年 3 月 19 日設立「大日本文學報國會」台灣分部，組

織幹部 10 名中，台灣人只有張文環、龍瑛宗兩位。1944 年 2 月 26 日所公佈「戰

時思想文化」委員會 54 位名單中，台灣人只有龍瑛宗、張文環、黃得時、楊雲

萍 4 名。可見，當局動員作家從事戰爭協力宣傳活動中，龍瑛宗所扮演的角色應

是被期待的。 

    皇民奉公會台灣分部為了在台推展皇民化運動，推動了一連串的藝文活動，

希望藉此引發民眾對文化議題的關心。龍瑛宗藉由參與新臺灣文藝家協會、皇民

奉公會台灣分部、日本文學報國會台灣分部等文化組織的運作，表面上進行擔任

日本文化的一翼，致力於台灣文化的提升。但根據其發言內容，可知他深諳戰時

下殖民地的戰爭協力宣傳活動，與台灣文化運動推進互為表裏的關係。戰時他在

參與公共講演活動時，喚醒民眾的文化意識，同時，亦喚起他們對台灣地方文化

的關心。 

    即使於 1943 年張文環仍聲稱「在台灣像文學的文學尚未誕生」、「今日的台

灣的文學幾乎是未開墾之地」。（張文環，1943）台灣作家們在服膺當局的文化政

策之外，以可用者當用為原則，致力於台灣文化的提升工作。9戰時接受動員的

                                                 
9 

張文環及台灣人受當局何種程度的動員等相關問題，可參閱柳書琴博士論文〈荊棘的道路：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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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瑛宗雖然在當時的座談會、演講中並未積極發言，但他仍利用這些機會呼籲對

文化啟蒙的重要性。可見，當今在檢討戰時作家協力態度時，得先將戰時制式性

話語剝離，重新檢視作家對戰時文化啟蒙運動與戰時東亞「新文化」的想像。如

此方能窺得殖民地作家在總力戰中，作家始終與當局保持著「同床異夢」的微妙

關係，及他們爭取自主發展空間的內在欲望。 

四、 融合的文學：看不見的殖民空間 

   「族群融合」此一口號是根據 1940 年 7 月 26 日第二次近衛文麿內閣所發表

的「基本國策綱要」所提倡的概念。松岡洋右外相根據此綱要提倡以日本南進政

策作為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使得「大東亞共榮圈」一語成為公共領域的辭彙，

也是日本的對亞政策。為了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理想，在他的構想中肯定日本亞

洲解放的指導，但其目的是為了取得本國必要資源，因而產生內部的矛盾。（鈴

木麻雄，1998：249-265） 

    台灣做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南進基地，成為日本進出南洋的重要據點，為呼應

大東亞共榮圈的理念，1941 年台灣皇民奉公會便提出「台灣一家」的口號，（台

灣經濟年報刊行會編，1942：15）「內台融合」成為在台作家被要求處理的文學

主題。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議題之一「以文學促進民族國家間思想和文化

融合的方法」，這樣的理念如何落實於在台作家的文本中，他們如何描繪看不見

的殖民空間？因此，筆者試圖比較在台日人與本島作家對此議題書寫的差異性，

而擇選濱田隼雄的〈蝙翅〉（《臺灣文學集》）、龍瑛宗的〈蓮霧的庭院〉（《臺灣文

學》3：3）、呂赫若的〈玉蘭花〉（《臺灣文學》4：1）、坂口れい子的〈鄰人〉（《臺

灣文藝》1：3）等短篇小說，釐清他們如何在個人的生活經驗中找尋題材，借以

發揮「內台融合」的概念，以期扣合本論文主標。10 

（一） 融合的文學    

濱田的〈蝙翅〉收入於《臺灣文學集》（1942 年 8 月 15 日），是第一篇處理

「內台融合」的創作。濱田在出席第一回大東亞文學會議後，為呼應國策而撰寫

長篇小說〈南方移民村〉。11之後，作品日趨成熟而多樣化，這時期的作品擺盪

於「理想性興趣」和「體制性興趣」之間，呈現二者並存的狀態。（松尾直太，

2002：13-29） 

                                                                                                                                            
日青年的文化活動與文化抗爭——以「福爾摩沙」系統作家為中心〉第六章「前進大東亞」。（柳

書琴，2001：278-344） 
10 龍瑛宗為當時少數的客籍作家，對於台灣島內族群關係的觀察有別於其他福佬系作家，關於

他的「族群融合」文學書寫，請參閱拙著〈龍瑛宗の「原住民発見」——花蓮体験が持ちたした

意味〉。（王惠珍，2004：95-114） 
11 該小說於《文藝臺灣》第 3 卷第 1 號起連載 9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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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翅〉中濱田以內地人的視角，描寫內地教師河速與在圓環公園麵攤工作

的本島陳姓少年間，出自內心真摯情感的交往過程。作品中濱田主要針對內地

人，要求他們為了皇民化的推動，應該改變對台意識，從內地人的立場提示應如

何達到內台融合，為其小說的核心議題。從中可窺得在台日人作家濱田對台灣人

生活的關注，以及試圖理解台灣人心理的態度。 

     龍瑛宗的〈蓮霧的庭院〉是當時少數處理「灣生」題材的作品之一，文中

他以本島人的視角，描寫 1930 年左右「我」與藤崎一家人親密往來的情形。小

說中的「我」雖然對藤崎的女兒美加子懷有好感，但因薪資微薄和家庭因素等考

量，而放棄「內台通婚」的念頭。「我」倒述十年前與他們往來的情景，但 1940
年左右再會時，文本從個人的美好互動記憶敘述，直接躍至戰時的論述基調，訴

諸民族間情感的交融。 

   〈玉蘭花〉中呂赫若以第一人稱「我」回想兒時記憶的方式，展開小說情節

的推衍，描寫 1920 年代留日返鄉的叔父帶者攝影師日本人「鈴木善兵衛」，如何

在台灣傳統大家庭生活空間中與家人互動的情形。 

    這是呂赫若於 1943 年 12 月「台灣文學決戰會議」後的第一篇作品，從本島

小孩的視點切入，描寫人類共通的純樸情感。在小說的世界裡沒有受殖歧視、語

言、年齡等問題，也沒有戰時的慘況和困苦情景，而是描寫在和平的年代裡，富

裕的大家族裡日台友人間至善至美的友情。在戰局日益惡化的現實情境下，文本

中融合的理想境界顯得突兀而諷刺。 

    〈鄰人〉中坂口以全知的觀點描寫 1940 年代胡秋海一家為了小孩的教育，

搬入日本人鄰組的情景。妻子秀梅因擔心受歧視，而害怕與鄰居互動，但在某日

的防空訓練中與遠矢忠士的妻子友好，進而產生信賴感。在遠矢一家搬離後，秀

梅決意敞開心胸與鄰人往來。 

    坂口れい子 1938 年渡台，1939 年因支氣管炎返日修養，又於 1940 年來台

與坂口貴敏結婚。在台文學活動與台中地區的作家（如楊逵）的互動最為密切，

《臺灣文學》為其作品主要的發表刊物。小說〈時計草〉因涉及批判當局的理蕃

政策，遭檢閱單位刪除原稿百頁，只剩最初與最後兩頁的內容。（垂水千恵，1995：
125-147）而這篇作品寫於台灣文學決戰會議後，在戰況日趨惡化的現實情況下，

她不得不轉而要求本島人以內地人為範本，希望本島人改變對內地人的意識。 

    在「融合的文學」的文本空間中，「內台融合」之所以可能實現的條件為何？ 

（二） 殖民地空間的「越界」書寫 

    在龍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曾將日本人的文化住宅區與台灣人如豬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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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的 生 活 空 間 進 行 對 比 性 的 描 繪 。 出 生 高 雄 的 在 台 日 人 作 家 新 垣 宏 一

（1919-2000）曾回憶，青少年時期在台的生活經驗。因為生活在純日人的住宅

街坊，在附近很少遇到台灣人，只有台灣搬運工人、街坊的清道夫、人力車夫等，

即是稱為苦力的下層人士，他完全不和他們的孩子嬉戲。（新垣宏一，2002：7）

可見，日治時期一般台灣人與日本人是各據一方的生活空間，在現實的殖民空間

中相互接觸機會並不多。 

    如島都台北基本上分成艋舺、大稻埕、城內三各區域，台灣人主要居住於艋

舺、大稻埕，日本人則主要居住在城內，以避免混居。在此殖民空間中民族間的

界線是顯而易見的。換言之，日本的殖民經營策略不只反映在政治地位上的差

異，同時也反映在空間的區劃上。因此，可知實際的殖民地社會空間中，本島人

與內地人是分居在各自的殖民地空間。作家們為了構築「內台融合」的理想圖景，

營造出內台共有交融的空間成為首要條件。以下將檢視作者如何進行殖民地空間

的「越界」書寫？ 

   〈蝙翅〉中寫到：「最近我們班上的學生日記中清楚地寫著，老師到圓公園真

下流。」「近來偶而也有面帶好奇的內地女性來，但一靠近我們身旁便坐立難安，

感到害羞什麼的。」可見，內地人鄙視本島人生活空間的態度。內地人速河老師

和本島陳姓少年原本居住在各自的生活空間，由於速河的「越界」進入本島人的

生活空間圓公園，使兩人得以建立親善關係，「圓公園」成為「內台融合」主要

舞台空間。 

    〈蓮霧的庭院〉中描述到：「就算那樣，內地人住著本島人房子在我看來，

是相當不可思議的。但是他們卻在本島式的門廳沒鋪地板的地方，鋪上榻榻米坐

臥其上。」可見，對台灣居民而言，日人入住台灣人的居住生活空間是，相當不

可思議的。 

    〈玉蘭花〉則是日本人進入了台灣傳統的宅院空間，是「祖父建造的新屋舍，

正身一棟，護龍左右各兩棟共四棟接連一起，因而恐怕有四十多間房間。」鈴木

住進護龍末端的客房。作品中身為旅人的日本人鈴木被帶領進入台灣的傳統空間

中。 

    〈鄰人〉在十二戶鄰組中，只有胡秋海一戶是本島人。因為只有他們一戶，

使得自己無法從被指點為本島人的意識中逃脫。此篇作品的日台融合空間被設定

在日本人聚居的鄰組之中。 

    這些作家在時代的邀約下，紛紛將自己的書寫目光投注於「他者」的異族，

致力於移動「越界」，打破殖民地現實空間的內台界線，讓小說人物可以跨越民

族間的藩籬，建立彼此親愛的信賴感，並突顯他們親愛而美好的交流圖景。殖民

地空間對他們的阻絕，隨著小說人物的移動而短暫消解，但殖民地空間中有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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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鴻溝，並無法如此簡單地被填埋。小說的日台親善的情節只不過停留在「個

人」的層次，是無法撼動整個既定的殖民體制和消解殖民空間對他們彼此的制

約。總之，內地人和本島人共享或同居在一個生活空間內，絕非當時現實社會的

普遍現象。 

（三） 個人情感交流與民族隔閡 

    在台的殖民政策因中日戰爭的爆發，而由差別政策轉換成同化政策，1941
年末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台灣也由「事變的」階段進入「戰爭的」階段，在大東

亞共榮圈的言說下，敵軍從「支那中國」轉為「米英鬼畜」。台灣更有其作為南

進基地的必要性，「超過台灣的外地地域新加入日本的勢力範圍，為了動員這些

新地域，過去台灣作為外地的屬性要揚棄，並進行內地化。」（台灣經濟年報刊

行會編，1942：15）領台以來因差別政策，造成日台間的矛盾與距離，以下將探

討日台作家如何面對族群間的隔閡，如何構築內地人與本島人的連帶感與親善關

係？ 

    〈蝙翅〉中陳少年眼見的日本人大都是「不親切而愛耍威風」，而速河老師

所見到的內地女性卻恥於置身在本島人的生活空間中，他也經常看到本島人見到

內地人時怯生生的樣子。作者透過描繪這些人物的行徑舉止，將殖民者與被殖民

者遭逢時，彼此尷尬不自然的情境如實地再現，而對於這樣的窘境應如何化解

呢？教師速河決意以身作則，與陳姓少年建立真正的友誼，跨進本島人的生活空

間，與純真的少年建立親近的信賴感。但對少年受到戰爭情勢的影響，而非得改

變生活現狀不可的困境，他卻只能感到鬱悶而顯得無能為力。 

    在文本中的兩人因個人情感的交流，而跨越民族、階級、職業、社會身分、

年齡等鴻溝，但個人層級的問題雖可以「真情」超越，但橫亙於他們之間的受殖

關係，和戰時帝國動員的現況，卻仍儼然存在他們之間無法超越。 

    濱田的文學作品「政治性越強其文學性則反之越弱，是足以反證的。」（寶

泉坊隆一，1943）他為了迎合皇民化運動，而呼籲內地人「所謂的八紘一宇精神，

即是熱情包容異民族並同化之，而為此非得深入他們的生活中不可。」融合的前

題並非立足於平等關係上，而是上下的位階關係。濱田要求內地人改變態度以消

弭日台之間的深壑，以期作為本島人的指導者。以皇國臣民自居的濱田即便理解

並尊重本島風俗民情，試圖「越界」，但面對民族隔閡的現況，他仍居於戰時日

人指導者的立場，鼓吹皇民化運動的推展。 

    〈鄰人〉中坂口試圖想像本島女性身處日人聚居處的心情與苦惱，描寫本島

人和內地人之間的隔閡問題。胡家為了小孩就讀日人的國民學校的問題，而遷入

日人的學區，由於學校多屬日人小孩，因此小孩希望「改姓名」，秀梅則因國語

能力不足，而自覺負擔很重，有著深怕受歧視的先入想法。文中作者雖然觸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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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化動中本島人所苦惱的「改姓名」和「國語」能力的問題，但並未給予解決之

道，而是安排遠矢的妻子作為理解本島人的模範，消解秀梅的不安，在防空演習

訓練時，讓她扮演傷患者，在搬送的過程中因備受細微照料，進而對日人的妻子

們產生信賴感，並與他們建立連帶關係。作者希望本島人改變對在台日人的態

度，要求本島人秀梅向遠矢的妻子學習，和鄰組的太太們友好，並透過本島人的

皇民化來消解日台之間的隔閡，以期實踐「台灣一家」的理想。 

    1944 年 7 月左右的戰況，對日本已更形不利，背負著「日台融合」的秀梅

即使想明天之後要與鄰居友好，但「鄰舍是漆黑的，加上現在自家的昏暗，夜更

深了。」作家對戰況和未來似乎也深感不安，只能將一切友好的願景寄予不確定

的天明之後。 

    誠如上述，濱田與坂口皆對本島社會現況多所了解，在「個人」的層次上，

以溫暖的筆調描繪內台友人真摯的往來，並希望藉由皇民化的手段消解殖民地上

異族間因歧視而產生的隔閡。但內地人總是位居指導者的地位，進行符合殖民者

利益的「內台融合」，如此的思維模式與松岡洋右的大東亞共榮圈的理念，有其

不謀而合之處。 

    相對於此，台灣人作家呂赫若與龍瑛宗在宣揚「內台融合」理念之際，更強

調異族間的矛盾處。〈蓮霧的庭院〉將時間點雖設在 1930 年左右，但撰寫的時間

是在 1942 年，隨著日本領台時間的增長，在台日人二世的問題亦隨之浮現，1940
年訪台的日本評論家杉山平助來台時曾指出，從內地貧窮地區來台日人的經濟情

況若未改善，將使得在台內地人兒童有本島化的趨勢，此為台灣重要的問題。（杉

山平助，1940：280-298）〈蓮霧的庭院〉正反映出灣生台灣化的問題，因為藤崎

家非上層日人家庭，因而較能與本島人對等互動。 

    但如藤崎少年般的灣生即使台灣化，血統上他仍是純種的帝國臣民，服膺帝

國的南進政策時，其內心並無太多的糾葛。相對於此，台灣人未被徵兵，未繳納

「血稅」，（周婉窈，2002：131）未盡國民義務，因而本島人與日本人間產生位

差。因此，現在的「我」相對於在戰場上的藤崎少年是住在別的次元世界，因而

「我」不了解戰地，在藤崎少年的信件上對於戰事或是異域奇俗卻隻字未提。 

    對於「內台通婚」的問題，雖然「我」對藤崎的大姐有好感，因藤崎母親顧

及體面反對而作罷。「我」也很清楚若非堅強的女性是難以背負禮俗的問題。「我」

從現實生活體認到「內台差別」的社會構造問題，而非憑空想像，也因而深刻地

體悟到「我」個人的努力，是不足以消解其中的歧視問題。 

    在描寫溫馨的情節的同時，龍瑛宗仍將殖民地深藏的矛盾關係如實地披露出

來，即使小說的最後「我」以「情愛」說作為化解民族矛盾的關鍵。但若以反向

思考，殖民地的歧視差別問題若只要有「情愛」就足以化解，那麼「內台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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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可實現的，如果民族的隔閡以「情愛」足以填補差距，皇民化運動便無推

行的必要，殖民地支配體制的存在便無正當性可言。 

    〈玉蘭花〉寫於 1940 年代，而小說時間卻設定在 1920 年代，作中人物鈴木

善衛兵是位「日本人」（而非「在台內地人」）旅者，與不會日語的小孩「我」的

真摯交流。在一次的擁抱過程中化解「我」對鈴木的恐懼感，感受猶如被母親撫

愛般的甜蜜，進而產生信賴感，但等到健長大後，竟對於這位日人的容貌表情不

復記憶，只殘留一位身穿和服面帶溫和笑容的人物印象。小說最後留下的別離情

景，因為年幼的「我」無法登高，而只能抱著樹幹望著在蔗田工作的男女。 

    對台灣作家而言，在台灣現實社會裡的「內地人」似近實遠，缺乏具體實感

的存在。因此曾有留學經驗的呂赫若只好將「日本人」引進台灣人的世界，並將

人物形象模糊化。這篇作品可以視為描寫溫馨日台友善的小說，但文本中因「日

本人」的離開，使得「日台融合」的理想為此幻滅，現實社會中民族間的隔閡依

舊實存。 

   〈玉蘭花〉中融合的對象「在台內地人」是不存在的，以別離告終，〈蓮霧的

庭院〉雖以浪漫的調性寫成，但內台間的歧視問題儼然亙立在殖民地空間中，在

兩人的文本中「內台融合」充其量只不過是一場回憶罷了。雖然戰時體制為試圖

動員殖民地的兵源，營造內台融合和諧平等的表象，但殖民地的受殖關係並未因

此被解構，在這兩篇作品中並未見到作家為試圖「逃脫歧視」，而積極描寫營造

「內台融合」的願景。文本中越是提升「內台融合」的理想高度，反而越加凸顯

殖民現況族群隔閡的問題，無論皇民化運動的推展，或是訴諸情感建立連帶感，

都不足以化解殖民體制本質上的歧視問題。 

五、 結語 

    因總力戰之需，文學報國會於 1942 年 11 月 3 日、4 日在東京舉行了第一回

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邀集亞洲各地的文學者群聚帝都，提供他們感受戰時帝國的

國力。在井然有序的安排下，讓參與者配合演出，並協助附和宣傳「大東亞共榮

圈」的理念，並為此一理念背書，提供日本帝國在亞洲擴大戰事的正當性。但出

席這樣充滿政治目的的文學者大會，非日人文學者卻各懷不安，雖以交流為名，

但該行程並未提供文學者太多相互深入對談的機會。身為台灣代表一員的龍瑛宗

在此次赴日的機會裡，在配合的過程中與其他文學者進行短暫的接觸，為未能留

學的他帶來文學經歷上特殊的經驗。 

    龍瑛宗非能言善道之士，因任職於官方報社台灣日日新報社，而對於戰時的

動員活動，不得不積極投入。相較於文學者大會之前的文學活動，大會結束後他

出席多次座談會，在公共論述的場次裡，將陳述的內容聚焦在文學相關議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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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戰時文化啟蒙運動的重要性，並對戰時新文化有所期待。關於戰時文化啟蒙的

內容和新文化內容為何，他雖然援引不少戰時官方論述模式，但在論述過程中仍

挾帶著提升／建設「台灣文化」的終極關懷議題。其論述觀點看似附和，但此言

論模式卻是作家的自我保護策略，看似單調其實卻也真實地反映出戰時體制對於

公共論述的壓抑。 

    當時作家的創作題材只能局限於符合國策之需，以鼓舞民心士氣，呼應「大

東亞共榮圈」的融合文學。在 1942 年的「文藝臺灣獎」的〈鼎談〉（龍瑛宗等，

1942：28-36）座談會上，龍瑛宗提出個人未來的創作方向，希望描寫關於內地

人與本島人心理交流的題材，並記錄這個時代本島人的生活和心理，與會的濱田

也呼應之，認為那是非得書寫台灣不可。在政策性書寫上在台作家各顯神通，對

大東亞共榮圈的願景做出了響應，基於個人民族的立場和實際的生活體驗，想像

「他者」而以「內台融合」為主題文本化。在文本中透過「越界」消解在殖民地

空間內台各居一方的現狀，描繪個人之間真摯情感的交流，但嚴格的支配關係和

民族間的隔閡矛盾並無法輕易地被消解。在台日人作家濱田期待在皇民化運動

中，在台內地人應有相對應的態度，以「八紘一宇」的精神跨越民族間的鴻溝。

坂口則要求本島人改變對內地人的既定想法，以期達到「內台融合」的理想。相

對於此，台灣作家呂赫若重於描繪日本人和台灣人間存在的普遍友情，而現實生

活中融合的「在台內地人」卻在文本中缺席。〈蓮霧的庭院〉的「我」雖然與藤

崎一家曾有美好的交流經驗，但民族的高牆依舊無法跨越，對「我」而言「內台

通婚」只是個遙不可及的夢想。本島作家很清楚地意識到民族隔閡的存在，因此

他們以「玉蘭花」和「蓮霧」的地理風景象徵台灣人的生活空間，企圖從中尋求

安身立命之處。四篇作品最終皆以「別離」收場，他們所描繪的台日親善的場面，

只短暫地停留在個人體驗（想像）的層次，充其量只是虛擬「大東亞共榮圈」族

群融和的理想圖景。 

    由於在台作家們在「越界」書寫的過程中，反而更凸顯「我族」和「他族」

的差異性和歧視問題、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上下不容僭越的緊張關係。換言之，文

本中為破除殖民地空間的屏障，雖逾越彼此生活空間，但也因而產生二者的緊張

關係，最後，作者不得不以「別離」化解二者本質上的矛盾，以「內台融合」為

虛晃不實的願景，以期保證「大東亞共榮圈」的正當性。 

    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畢竟不是一個單純的文學家們的聚會，而是充滿政

治慾望的大會，文學報國會為了宣傳「大東亞共榮圈」而動員日本國內、殖民地、

占領區的文學者，舉辦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日本的文學者身為國民，因愛國心使

然，協助日益膨脹的帝國侵略，在道德上的問題似乎不大。但是主辦單位卻將殖

民地、占領地的外國文學者也一同捲入其中。讓這些人戰後因叛國、「漢奸」等

理由而慘遭清算，有人放棄文學者的身分，有人棄筆不再創作，有人辯解反遭更

大的責難，他們皆負起他們該有的社會責任，但積極邀集他們的日方舉辦單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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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學者卻未聞受到制裁或社會批判。（大村益夫，1989：783-805）龍瑛宗即

是長期放棄文學者身分的一位，保持沉默渡過戰後初期混亂和白色恐怖時期，直

至 80 年代才選擇以殖民地遺產「日語」在日文刊物《台灣近現代史研究》上為

自己辯解，指稱當時權力之手拼命地絞殺發育不全的台灣人的文學。（龍瑛宗，

1981）在訴說的過程中，他不只陳述個人的帝國經驗，同時也不時地召喚台灣人

集體的戰時記憶。「記憶」並非實存的，是對照於自己現在的位置，不斷陳述「過

去的故事」，只不過是繼續「回想」的活動過程，因此，記憶是經常流動的、被

修正的，而且不斷地再被表象化的。同時，持續保有原型也是沿著他日後的經驗，

在新的畫面上描摹上一層，猶如複寫本一般，（フレデリク・バートレット著，

宇津木保、辻正三譯，1983）但這複寫本隨著個人選擇性的記憶或遺忘，而不斷

修正。龍瑛宗戰後的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回想」並非單純的講述「過去

的故事」，而是他在經歷國民黨統治的經驗後所複寫的文本，試圖在他的「回想」

與當時史料間中來回往返，廓清他的第二次訪日經歷，理解他透過個人的回顧，

如何重新建構戰時台灣的殖民地經驗的「集體記憶」，曾被戰火烙印過的殖民地

傷痕更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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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表一  日治時期龍瑛宗所出席的座談會與會議等一覽表 

 日期／場所 主辦者 座談會名稱・題目 出 席 者 刊物 

1 1937 年 6 月

／東京 
楊逵 台湾文学と語る“パパイ

ヤのある街”とその他 
龍瑛宗、楊逵 《日本學藝新聞》 

第 35 號（1937 年 7
月 10 日） 

2 1940 年 12 
15 日／鐵道

飯店 

日本文藝家

協會 
「銃後文藝運動講演會」 
「菊池寛、中野實兩氏を圍

み」（一） 
「天才少女黄氏鳳姿」（二）

「城隍爺は任免制度」（三）

「三家庭が会心作」（四） 
「純粋文学の本道」（五） 

矢野峰人、島田謹

二、中村哲、西川

満、楊雲萍、中山

侑、龍瑛宗、須藤 
利一、藤野雄士、

河合三良、黄得時

等 

《臺灣新民報》

（1940 年 12 月 17 日

-21 日、合計 5 回連

載） 

3 1941 年 3 月

5 日／台北 
臺灣藝術社 文藝よもやま座談會 龍瑛宗、西川滿、 

濱田隼雄、立石鐵 
臣、北原政吉 

《臺灣藝術》2：3 
（1941 年 3 月 5 日）

4 1942 年 6 月

20 日／台北 
文藝臺灣社 鼎談 龍瑛宗、濱田隼

雄、西川滿 
《文藝臺灣》4：3 
（1942 年 6 月 20 日）

5 1942 年 10
月／台北 

臺灣藝術社 臺灣代表的作家の文藝を

語る座談會 
龍瑛宗、濱田隼雄 
西川滿、張文環 

《臺灣藝術》3：11
（1942 年 11 月 1 日）

6 1942 年 11
月 3 日-12
日／東京 

日本文學報

國會 
大東亞文學者大会 
大きなテーマ：「大東亞精

神の樹立」、「大東亜精神

の強化と普及」、「文學 
を通じての思想文化の融

合方法」、「文學を通じて

大東亞戰爭完遂について

の方策」 

日本、中國、満洲、 
朝鮮、台灣代表 

《日本學藝新聞》第

143 號（1943 年 1 月

15 日） 

7 1942 年 11
月 8 日／東

京：日比谷

法曹會館 

大日本文學

報國會、台灣

總督府情報

課 

大東亞文学戰爭と在京臺

灣學生の動向 
主持人：張文環、 
龍瑛宗，臺灣留学

生等 

《臺灣時報》276 
（1942 年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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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42 年 12
月 2 日／ 
台北：台北 
市公會堂 

臺灣文藝家

協會・皇民奉

公會中央本

部 

大東亞文藝講演會：大會

参列の感激 
西川滿、濱田隼

雄、張文環、龍瑛

宗等 

《文藝臺灣》5：3 
（1942 年 12 月 25
日） 

9 1942 年 12
月 15 日／

台中 

臺灣文藝家

協會 
《大東亞文藝講演會》：全

国の講演 
 

如上 《文藝臺灣》5：4 
（1943 年 2 月 1 日）

10 1942 年 12
月／台北 

臺灣藝術社 中村哲氏龍瑛宗氏對談會

 
中村哲、龍瑛宗 《臺灣藝術》4：1 

（1943 年 1 月 1 日）

11 1943 年 1 月 
／台北 

文藝臺灣社 小説を選して 
 

龍瑛宗、西川滿、 
濱田隼雄、張文環 

《文藝臺灣》5：4 
（1943 年 2 月 1 日）

12 1943 年 11
月 13 日／ 
台北 

皇民奉公會 《臺灣決戦文學會議》 
議題：本島文學決戰態勢

の確立文学者の戰爭協力

その理念と実 
践方策 

 《文藝臺灣》終刊號

（1944 年 1 月 1 日）

13 1944 年 4 月 
／台北 

臺灣藝術社 文化人も南方で再錬成せ

よ 
講者：林房雄 
聽者：龍瑛宗 

《臺灣藝術》5：5 
（1944 年 5 月 1 日）

14 1944 年 5 月 
／台北 

臺灣藝術社 伊藤金次郎を圍んで要塞

臺灣の文化を語る座談會

濱田隼雄、張文

環、中村哲、植田

富士 

《臺灣藝術》5：6 
（1944 年 6 月 1 日）

 

15 1944 年 7 月 
17 日／台北 

台灣總督府

情報課・文學

報國會、皇 
民報國會会 
 

魂を練る道場・職域職場

に漲る日本精神（臺灣は

斯く戰ふ・従軍作家座談

會） 

矢野峰人、張文

環、楊逵、龍瑛宗、

西川滿、濱田隼

雄、周金波、楊雲

萍 

《臺灣新報》（南部

版、1944 年 7 月 16
日、26 日、合計 6 回

連載）〈炎熱實に百

餘度・地底に挑む鶴

嘴戰士〉（青年版，

1944 年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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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rtual and Actual of the First Greater East Asia 
Writers’ Conference: 

Taking Long, Ying-zong（龍瑛宗） as an Illustration 
 
 

Wang, Hue-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Long, Ying-zong has been reproached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First Greater East 
Asia Writers’ Conference, but he had argued that his statement in the conference was 
only to be scripted like that of a parrot. The Japanese empire mobilized the writers 
politically during wartime; how did this phenomenon affect the writers’ literary 
activities? This essay refers to the reports and interviews which were in the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at that time, as well as the participants’ postwar memoirs about the 
First Greater East Asia Writers’ Conference. After the cross-comparison of these 
materials, I piece together how Long, Ying-zong, the colonial writer, participated in 
the historical scene, and I will explain what this experience of visiting Japan meant to 
his literary career.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outland”（外地） writers, Long, Ying-zong was 
grouped under the false and invented banner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大東亜共栄圏, Shinjitai). After returning to Taiwan, he presented at lectures 
and forums in various regions,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wartim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cultural enlightenment during 
wartime. However, he eventually made the above statements as a writer cautiously. 
Finally, I will examine the issue of “integration of races”, one of the concepts of the 
First Greater East Asia Writers’ Conference, and see how it was practiced in the 
fictional works. Through the “cross-border” writing of the Taiwanese writers, the 
falseness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s highlighted.  
 

Keywords: First Greater East Asia Writers’ Conference, Long, Ying-zong,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tegration of Japanese and 

Taiwanese, cross-border 


